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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浙江水利事业述论 

梁敬明   王大伟 

【摘 要】民国时期，水利事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启程阶段。其间虽时局动荡、战乱频仍，但在近代国家

形态建构的过程中，水政趋向统一，法规逐步订定，水利事业从规划到实施，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。而随着

西方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引进，水利事业在延续传统的同时，也积累起一些现代的要素，奠定长远发展的基础。本

文以民国时期浙江省水利事业的演进为主线，阐释其转型的实态及困顿。 

【关键词】民国时期；浙江；水利事业；转型；困顿 

除水害，兴水利，为历代治国安邦大计。“为利为害，水不自知，去害兴利，无非人力”。
[1]
近代以来，在从传统向现代变迁

的历史进程中，水利事业于除兴之间，也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，从以除为主、以兴为辅，到除兴结合、以兴为主的过程。无论

是制度和体制层面，还是科学和技术层面，民国时期的水利事业在延续传统的同时，也积累了一些现代的要素。本文以民国时

期浙江省水利事业的演进为主线，阐释其转型的实态及困顿。 

一 

浙江的水利事业，历史悠久，成效显著，曾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河、湖、堰、塘大型水利工程。
[2]
据冀朝鼎统计，浙江在唐、

宋、元、明四代治水活动之多，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。
[3]
至于清代，海塘建设进入鼎盛时期。甚至，浙江省境“开拓发展的过程，

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就是水利发展的过程。”
[4]
 

民国时期，虽时局动荡、战乱频仍，但在近代国家形态建构的过程中，水利事业进入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启程阶段。这

一转型在制度和体制层面上的表现，就是水政趋向统一，法规逐步订定，水利事业从规划到实施，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。 

民国以前，浙江向无主办全省水利的机构。而于水利事业，“志籍所见，皆载塘工，其他略焉不详”。
[5]
民国纪元，设立浙东

水利测量队和浙西水利测量队，隶属浙江民政司。1914年，全国水利局通令各省筹设水利局。1915年 3月，浙江巡按使根据全

国水利局颁发的《各省水利委员会组织条例》，订立浙江水利委员会章程，成立浙江水利委员会，归并浙东、浙西两个水利测量

队，扩建为附属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测量队，继续开展水力工程建设和全省主要河流的测量工作。1917 年 9 月，苕溪流域杭县、

余杭、海宁、嘉兴、嘉善、海盐、崇德、桐乡、平湖、吴兴、长兴、德清、武康、安吉、孝丰等十五县，每县推举一人，组织

成立浙西水利议事会，专司修浚浙西区域内河道、坝闸及河岸工程，“凡遇浙西河工堤工择要浚筑，如各县财力不及，即酌量补

助”
[6]
，成绩也属可观。而于海塘工程，除海宁、盐平分段设局外，又先后成立绍萧塘闸工程局和浙江海塘测量处。民国初期，

浙江虽尝试统筹全省水利事业，但各机构彼此不相统属，浙江水利委员会“为经费所限，有测量而乏工程”
[7]
，“经办事件，以

局部水利争执，奉命测勘之案为多”。
[8]
加之时局不稳，政非一贯，难见实效。 

浙江水政的统一，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。1927 年 8月，浙江水利委员会被裁撤，水利事业由建设厅直接管理。1928年

8 月，浙江省政府委员会议决，撤销钱塘江工程局，改组成立浙江省水利局，隶属于建设厅，并任命戴恩基为局长。
[9]
浙江省水

利局“统理全省水利建设，兼及浙西治河，浙东建闸，以至河流测量与水文气象测量等基本工作。”
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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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 20多年，浙江省水利局虽多次撤销、恢复，但浙江水政统一的方向和格局没有根本改变。1931年 3月，海塘工程从浙

江省水利局划出，另设钱塘江塘岸工程处。1932年 1月，又将钱塘江塘岸工程处归并浙江省水利局，并任命张自立为局长。1936

年张自立辞职，先后改委任朱延平、周镇伦为局长。1936 年 6 月，复以省库支绌，浙江省水利局改组为浙江省建设厅水利工程

处。1937年 2月，重组浙江省水利局，由何之泰任局长。抗战爆发后，浙西各县先后沦陷。1938年 1月，裁撤浙江省水利局，

并入浙江省农业改进所，其间也曾在浙江省建设厅下设水利处。抗战胜利后，于 1946 年 1月，恢复浙江省水利局，由孙寿培任

局长，重点抢修战时损毁水利设施，并继续规划、推进各项水利事业。 

与统筹水政相一致，民国年间相关水利法律规章也陆续出台。1913年，浙江省临时议会通过《调查全浙水利决战案》，随后

颁布了《调查浙江水利施行细则》。这是浙江省第一个全省性的水利规章。
[11]
 

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，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制订、颁行符合近代水利科学技术要求的法律规章。
[12]

在省水利局成立后，浙江

省颁布了一系列堤防岁修、闸坝抢修、修复堰荡沟渠、乡镇水利公会章程等地方性法规。据《浙江省现行建设法规汇编》《浙江

省建设月刊》等，先后制定的水利法律规章有:《浙江省水利局规程》(1928 年)《修正浙江省水利局规程案》(1929 年)《浙西

水利工程事务所经临经费预算标准》(1929年)《浙江省水利测量规则》(1929年)《浙江省水利局施工测量规则》(1929年)《浙

江省塘堤闸坝抢险暂行规则》(1930年)《浙江省各县修浚堰荡沟渠办法》(1931年)《浙江省各县堤塘修复规程》(1931年)《修

订浙江省区乡镇办理水利工程征工规则》(1931年)《修正浙江省第一区水利议事会章程》(1932年)《浙西水利验收工程规则》

(1932 年)《浙西水利经费保存支付细则》(1932 年)《修正浙江省第一区水利议事会补助浙西各市县水利工程经费规则》(1932

年)《浙江省乡镇水利公会章程》(1932年)《浙西鱼簖管理规则》(1935年)《浙江省各段海塘工程处规程》(1936年)等。
[13]
 

浙江省地方性水利法规修订、新订的另一重要时期，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。1946 年，先后制订了《浙江省水利局测量队组

织规程》《浙江省水利局查勘队组织规程》《浙江省管理沙区办法》等;1947年，先后制订了《浙江省兴办水利工程受益费统一征

收办法》《浙江省水利局组织规程》《浙江省督导兴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实施细则》《浙江省×××水利工程处组织通则》，修订

了《修正浙江省水利参事会组织通则》等。战后还修订、新订了《修正浙江省各县水利协会组织通则》《浙江省农田水利工程管

理养护办法》《浙江省农田水利贷款基金支付暂行办法》《浙江省农田水利基金筹集办法》等。
[14]

民国时期，浙江省区各市县也

颁布过一些水利规章。
[15]
 

全省性水政机构的建立，相关法律规章的颁行，专业人士的主持、参与，为系统、科学地规划和实施水利事业提供了基础。

“浙江水利，可分浙西平原、浙东运河、东西苕溪及钱塘江、甬江、灵江、瓯江、飞云江等流域，形势各殊，故治理之方法亦

异”，据此，浙江省建设厅于 1934年编制了《浙江省水利工作五年计划》。
[16]
后又制订了《浙江省水利工程计划分年进行方案》。

[17]
一些水政主政者和有识之士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，如张自立的《水利建设之重要与本省水利事业之进行计划》、

[18]
徐琳的《今

后浙省水利建设之展望》
[19]

等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抗战胜利后，浙江省制订了一系列的水利计划，如《浙江省兴办水利工程计

划》
[20]
以及《沟通钱塘江及运河工程计划书》《江南大运河工程浙江部分初步计划》《整理东苕溪第一期工程计划》《浙江省东钱

湖下水溪蓄水库工程计划》等。
[21]
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，政局剧变，这些计划当时不可能展开或完全实施，但其长远价值和意

义却不能忽视。 

二 

于制度之外，在技术的层面上，水利事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大表征，即是从经验向科学的发展。传统水利事业具有很

强的经验性，而现代水利事业则超越经验上升为科学。 

民国时期，一批在国内外受过专业训练的水利工作者，为推进浙江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从戴恩基、周尚、张自立，

到朱延平、周镇伦、何之泰、孙寿培等民国浙江水政的历任主持者，多为专业人士。周尚曾赴法留学，专攻水利，后获德国汉

诺佛大学硕士学位;张自立曾赴美留学，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铁路土木工程系;周镇伦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，曾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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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;何之泰毕业于中国第一所水利专业学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，后赴美留学，获得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、爱荷华大学

水利工程博士学位。曾任浙江省水利局副总工程师的徐世大，毕业于北洋大学，曾留学美国;曾任钱塘江工程局总工程师的汪胡

桢，毕业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，后赴美留学，获得康乃尔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硕士。
[22]
从民初，到战前、战时、战后，这些

主政者，倡导规制，制定计划，延揽、培养人才。同时，注重基础测量资料的提取、积累和完备，注重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引进，

呼吁并开始发掘水利和水力资源。水利事业于除兴之间，也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，从以除为主、以兴为辅，到除兴结合的过程，

推动浙江水利事业艰难地向前发展。 

民国时期，在水文测量、气象观测和各河流的基本测量等方面均有发端，且能持续推进，累积有功。时人有论:“水利事业，

经纬万端，要皆以测量为前提。举凡河道之形势，水位之高下，河底之状况，雨量之多寡，气象之变迁，既须详细测量，尤应

精确记载，非短时间所能仓促蒇事。”
[23]
或以为:“举办水利事业，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对于江河历史，水文气象，以及地质变迁，

均须先有详密之测量、考察与记录，方可树立百年之计划。”
[24]
 

民元设立浙东、浙西水利测量队，即在过往的基础上，对省内主要河流钱塘江、曹娥江、浦阳江、瓯江、灵江、苕溪等进

行地形水准测量。浙江省水利局成立初期的相关测量情况，张自立有过记述。
[25]
《浙江省水利总报告》专设一章，对战前的测

量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。浙江省水利局成立后，为求迅速完成各河流测量，曾聘任奥地利籍总工程师白朗都，又陆续雇佣外籍

技师，并从德国采购了测量飞机及航测绘图仪器等，但由于“事属创始，筹备需时，复以天时人事关系，致预定工作，多未能

实行”，所有飞机及仪器等均拨归中央陆地测量局接受，最后仍用普通方法实施测量。1932 年 4 月，改组浙东第一、第二测量队，

成立地形测量队，一面补测未完工作，一面进行全省各河流地形测量，本项测量包括三角水准、河底地形等测量。同年成立水

文测量队，办理全省各河流流量、水位、含沙量及河床变迁等测量。之前浙江各河的水文测量，并无固定组织，即便在浙江省

水利局成立初期，除水位记载委托县政府或当地机关代办外，仅于大汛期内派省局工程师分赴各河测量流量一、二次。水文测

量队成立后，先后共设水位站 49处，流量站 25处，取得了各河流重要的水文资料。
[26]
1933年 1月，在扩充原有雨量站的同时，

设立各地测候站，并在省局设立测候所。由此，一些基本测量资料，也在此前后时期完成。《浙江省水利总报告》列示了此一时

期所获取的各河流、各站点的多年测量数据等，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。
[27]
抗战爆发后，杭嘉湖各属和萧绍等县相继沦陷，省府

搬迁，相关测量工作也陷停顿。1946年 6月，成立浙江省水文总站，隶属水利部中央水利实验处，总理全省水文测量事宜。
[28]
 

民国时期，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引进，改进甚至取代了传统的方法和技术。特别是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的引进，大大丰富了水

利工程建筑材料。尤其是水泥的水凝性和可塑性，为水利施工带来便利，也提高了工程的效能。其它施工机械设备，也为大中

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创造了条件。
[29]
浙江的海塘建设有了新的变化，在改造旧塘、重建坍塘时出现了重力式混凝土塘，如弧面混

凝土塘、平面混凝土塘、预制混凝土块塘、扶壁式钢筋混凝土塘。
[30]
在温黄平原，以钢筋水泥建设西江闸和新金清闸，为浙江

建造现代水闸之始
[31]
，功效显见。 

同时，运用近代科学和技术，开发水利和水力资源。“浙省河流，大都发源山区，坡陡流急，蕴蓄水力极富。”
[32]

以当时的

估计，浙江水力蕴藏量在 50．3 万匹以上，钱塘江流域约占一半，次为瓯江和灵江。
[33]
1935 年，资源委员会曾派队到浙南飞云

江、瓯江流域勘查水力资源。抗战时期，浙西南山区成为浙江抗日的后方基地，为解决军需民生，在丽水、云和、龙泉、遂昌

等地兴建了一批小规模的水电站，结束了浙江无水电的历史。战后，开建龙游灵山水力工程，开展钱塘江大型水力工程的查勘

设计。
[34]
1947年，“承资源委员会全国发电总处派员来浙，组织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，分别派队勘测，并已拟订初步水力工程

计划，勘定水力厂地点，计富春江七里泷，新安江罗桐埠，淳安邵村，乌溪江衢县黄潭口，常山港灰埠等五处，估计发电量共

二十二万千瓦，其中以七里泷形势最佳，可发电六万千瓦，拟即钻探坝址地质，详细计划，先行投资开发，供应扬子江三角地

带工业区之电力，以适应目前工业生产之需要。”
[35]
此计划，展现了浙江水电发展的前景。另外，在杭州闸口、萧山闻家堰、上

虞谭村等地建成机械翻水站，开创了向大江提水的范例。
[36]
 

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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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如朱延平所言，其时浙江的水利事业，就特性与需要而言，可谓“西河东闸海修补”。
[37]
纵观民国时期浙江水利事业的演

进，也部分验证了这一判断。下面仅就浙江省水利局成立以后 20多年浙江水利事业的实施情况，分战前、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

简要概述。 

第一阶段，战前时期(1928－1937)。 

1928 年，浙江省水利局成立。当时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就是在原有基础上，对全省主要河流的地形、水文、气象等进行

测量，形成基础资料。另外就是兴办水利工程，仍以修理养护钱塘江海塘工程为主，兼及各地方水利工程。浙江省水利局成立

初期，主持或参与的地方水利工程包括疏浚崇德崇桐运河、杭县上塘河、乍浦塘河、余杭蒋家潭河道工程，开辟嘉兴鸳鸯湖尾

闾新河等，还制定了温岭、奉化两县的水利工程计划。这一时期仍以浙西的河道疏浚为主，其他各县虽有部分制定了工程计划，

但离具体开工兴建依然有一段距离。
[38]
 

20世纪 30年代初期，水利事业有一定推进，相关工程及计划也扩展到全省范围。所涉工程包括杭海段海塘工程、盐平段海

塘工程、绍萧段塘闸工程、整理钱塘江江岸工程、浙西治河工程、浙东建闸工程、钱塘江南岸义渡码头工程及汲水站工程等。

浙西的治河工程，包括疏浚桐乡城南河、炉头市河，长兴五里桥河，嘉兴城东濠河以及鸳鸯新河等;武康塘堤加筑土塘，孝丰许

家庄堤埂筑护坡，孝丰塘湖建挑水坝等。而浙东黄岩西江闸的建造和温岭新金清闸的迁址重建，极大地改善了两县水利环境，

二闸合作，调节蓄泄，可为 110万亩农田提供水利支持。 

另外，还制定了一批规模大、受益面广、收效高的工程计划。如整理钱塘江闸口三郎庙间江岸工程计划，除为整理江道工

程之一部分外，还可新增约 2750亩的使用土地;建筑东苕溪上游拦洪水库与整理南北湖两项工程计划，影响所及为临安、武康、

余杭等 6县，受益田地共约 500万亩。整理东钱湖流域灌溉工程计划，受益面积约 50万亩。整理浙江海塘工程计划，可保护浙

西境内农田及市镇，受益有海宁、海盐、平湖等 8县;整理萧山南沙农田水利工程计划，全部受益田亩计有 32万亩;整理衢县石

室堰、杨赖堰、东迹堰三堰灌溉工程计划，可保护乌溪港流域约 15万亩农田。还有整理诸暨白塔湖、东泌湖防涝及灌溉工程计

划，整理余姚牟山湖流域灌溉工程计划，曹娥江防洪工程计划等。
[39]
《浙江省水利总报告》图文并茂、详实完备地介绍了这些

工程情况，可供查实。 

第二阶段，抗战时期(1937－1945)。 

抗战爆发后，浙西各属和萧绍等县相继沦陷，政府迁移，辗转浙东南各地，战时浙江国统区的水利事业格局和重心，因此

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为充裕本省民食，增强抗战力量，配合粮食增产和农业改进政策，致力于兴修各地农田水利工程，成为

特殊时期浙江水利事业的中心工作。 

1938 年 1 月，裁撤浙江省水利局，水利业务并入浙江省农业改进所。由于浙东山区文化落后，经济枯竭，对于农田水利方

面，“除尽量以技术供给农村外，并须先为农村筹措工款，组织团体，解决纠纷”。具体实施，“从空间言，则先以处属为据点，

其后逐步扩大至整个浙东;从时间言，更可分为三个步骤，第一步测勘设计，第二步筹措工款，第三步指导兴工。”
[40]
先后完成

较大工程有丽水之通济堰，衢县之吾平堰，龙游之为鸡鸣堰。战时农田水利建设，收到了较大的成效。据统计，从 1938年到 1945

年，全省共计完成大型农田水利工程 33处，受益农田 112．356万亩，兴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1457处，受益田亩 109．3108万

亩，合计受益农田 221．6668万亩。
[41]
另外，还兴修了前述丽水、云和、遂昌、龙泉等地水力发电工程。 

战时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，从经费到劳力，大多依靠民间力量，如经费，除贷款外，均由地方自筹;土方工程，以利用国民

义务劳动服役办理为主。战时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，也得益于农贷政策的实施。1942 年 3 月，为办理农田水利工程贷款事务，

在丽水成立了浙江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，云和惠云渠、龙泉安仁渠、庆元大畈垟、泰顺莒江等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，均得到

农贷的支持。这些农田水利工程，实际灌溉农田面积约 7．4万余亩(包括吾平堰)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工程的兴修和取得的效益，



 

 5 

得到地方人士的好评，“是以浙省之农田水利贷款概况款额虽少，而尚能收提倡示范之功效”。
[42]
 

第三阶段，战后时期(1945－1949)。 

抗战胜利后，恢复浙江省水利局。其时浙江省水利事业的首要任务，就是修复沦陷区损毁水利工程，包括钱塘江海塘工程

和各县水利设施，大致可分为钱塘江北岸抢修时期、临时紧急抢修时期和抢修永久性工程时期。1946 年秋潮涨发以前，完成堵

塞海塘决口，建筑柴塘 1700 多公尺;并挑筑土备塘、隔堤、月堤，以及塘后附土工程。之后，开展永久性海塘的修复工程，治

导江流，便利通航。其他河流的防洪工程，1947年完成了金华江、浦阳江、曹娥江、东西苕溪等第一期紧急防洪工程;1948年，

继续整治金华江、浦阳江、东西苕溪等河流。嘉属运河两岸堤塘坝堰及堵塞等工程，也先后修筑完成。 

关于大型农田水利工程，战时已取得相当成效。战后对于未竣工程，仍赓续办理。1945年度计完成临海东大河等八处工程，

受益田亩共 33．5 万亩。1947 年完成临海桃渚区洞港大闸，宁海车岙港闸，平阳北港南湖闸、丰安闸，衢县吾平堰进水闸，瑞

安小篁竹陡门等工程。另外，修建了永瑞两县滨江滨海陡门，疏浚东钱湖，修理碶闸，抢修石室堰等工程，受益农田共 70多万

亩。
[43]
 

各县兴修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，均利用冬闲时节，运用国民劳动办法积极推进。1945年冬，于潜、德清、黄岩等 38县完成

工程 575 处，受益田亩 44．3 万多亩。1946 年起，配合行总浙署善后物质及农行小型农田水利贷款，订定实施办法，规定凡无

水源旱田，应凿井开塘;平原地区，培修圩堤，疏浚河道，修理闸坝等。自 1946 年 10 月至 1947 年 6 月，计有杭市、杭县、新

登、富阳、余杭等 69市县，完成工程 1053处，受益农田 236．1467万亩。
[44]
 

四 

综上所述，民国时期浙江水利事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启程阶段，在制度、法规、科学、技术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等

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。但是，转型之困顿，推进之艰难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 

民国浙江水政的主持者最能体验个中滋味，也深知困顿、艰难之所在。1935 年，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出“百期纪念号”，浙

江省建设厅各部门回顾自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八年的工作，张自立以《省库支绌下之浙江水利建设》为题，谈了水利

事业开展之艰难:“浙江水利建设，已有较长历史，惟近四年来，以省库支绌及交通事业之突飞猛进，经常及事业诸费，历年递

减，维持原有工程，已觉襟穷见肘，如海塘岁修工程经费，十七年度戴任内列十八万九千二百元，是年办理之岁修工程，杭海、

盐平、绍萧一段共计六十七处，嗣后水利经费，年有减少，甚至大汛期内所需抢修经费，亦须设法挪用。夫以浙省长远三百余

公里之江塘海塘，浙西杭嘉湖及绍萧两县所视为田盐民命之屏障者，其经费支绌短发，尤复如是，其他工程，更无论矣。维持

原有工程之筹款之艰难如是，新兴工程推动之不易，更可想见”。谈到 1935年度的水利经费，他更是牢骚满腹:“包括经常塘工

等费在内，只列三十一万余元，往昔塘工经常费一项，尚不止此数，经费支绌如此，维持海塘及钱江已成各石坝等工程，已觉

困难万状，大规模之水利建设，亦必有待于来兹”。
[45]
 

何之泰认为，“组织屡更，又因行政机构不健全，及工程经费之年有递减，而影响于水利事业之进行者至巨”。
[46]
 

孙寿培指出水利事业办理困难及其原因:第一，地方经八年抗战，元气未复，筹款困难，省级财政亦复支绌，缺乏水利基金;

第二，各县政府财政贫富悬殊，凡贫瘠县份，县府财政困难特甚，对于县内应办水利事业，无法推进，全省水利，难期普遍发

展;第三，物价未臻稳定，工程经费预算，无法控制，影响预定工程进度;第四，各县推行国民义务劳动服役，事前大都缺少准

备，管理欠善，工作效率减低;第五，水利团体无经常的款，专任人员太少，组织不免空虚，地方人士意见，亦未能集中;第六，

各地已办完成之水利工程，地方对于养护管理，甚少注重，工程效用减低，且易遭损毁;第七，自中央与地方财政系统划分后，

水利经费全恃地方征收受益费为主要来源，但施工范围以内之受益土地，所有地籍面积，未经清丈整理，分等征收费用，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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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;第八，按照水利法规定，凡汲引天然河流水源，必先举办水权登记，取得合法水权，以杜用水纠纷，而各县对于水权登记，

大都尚未举办，水利纠纷迭起，不易解决。
[47]
 

显然，水利经费应属核心问题。水利事业，既耗时间，又耗资金，如无充裕经费，难为无米之炊。浙西水利的发展，得益

于区位优势和良好传统，得益浙西水利议事会(第一区水利议事会)的成功运作，也得益于稳定的经费来源。“其水利经费，每地

丁一两带征银元六分，随征捐代收;丝捐，以丝包出省者，每包抽大洋一元，由统捐者代收;茧捐，每百斤加抽大洋五角，由茧

捐委员代征，年可收入约二十余万元。”
[48]
浙江省水利局曾试推浙西模式，1931 年 8月，参照浙西水利议事会办法，以流域关系，

将全省划为五个大区，组织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等五区水利议事会。临安县同属苕溪流域，划入浙西，改浙西水

利议事会为第一区水利议事会，计辖 16 县;第二区为钱塘江流域，计辖 24 县;第三区为曹娥江甬江流域，计辖 11 县;第四区为

灵江流域，计辖 9县;第五区为瓯江流域，计辖 15县。同年 9、10月间，各会先后成立。“所有水利经费，经各该会议复，请拨

建设特捐、建设附捐、船舶牌照捐、地丁附捐、营业税附捐、轮汽船客货票附捐暨沙田收入等项;惟是项附捐，或已指定用途，

或与税法抵触，或经支配有案，均属窒碍难行。”
[49]
经费既无着落，事业即无从进行。1932年 4 月，除第一区外，其他各区即告

结束。 

从全省看，1927年以前，浙江水利经费，杭海、盐平两端塘工经费由省库指拨，绍萧段塘工经费由两县就地筹措;浙西水利

工程经费由前述相关 16 县田赋及各项货物统捐内附带征收;其他各县则就地临时筹集。浙江省水利局成立后，经费来源可分为

省款和地方两类。水利局经常和临时经费、塘工工程经常和临时经费，均由省库拨发，其他临时工程及测量经费，则或由省库

拨补一部分，不敷之数，由相关各县筹措，或全部由地方筹集。其他地方水利工程，虽由省水利局主持，但经费系由地方受益

田亩担负。
[50]

但或限于时之经济发展水平，或由于百废待兴，如优先发展交通之考虑，或处临战、战时状态，抑或认识水平，

长官意志，也因水利工程所需十分巨大，民国时期浙江水利经费始终处于短缺状态。 

当然，时局动荡、战乱频仍，加之水利建设，尤其是大型水利工程，耗时较长，不能在短期内即收成效，也为其中重要影

响因素。“筑堤防洪，建库蓄水，或竟数年不发大水，几等无用”，且“主持水利工程，非有远大眼光，决心终身从事于此，不

能得优良之效果。”
[51]
而在体制、机制上，浙江省水利局虽为统筹全省的水政管理机构，但其地位和权威性并不高，难以整合全

省的水利事业。虽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规章，如引入水权理论并以成文法的方式确立下来，但实际的执行也较困难。而在

运作上，民间力量的动员也显不够。朱延平曾指出:“政治机关是指导人民作事，而非代替人民作事，办理水利事业，政府应提

醒人民对于水利事业之认识，晓谕人民对于振兴水利之方法，督促人民对于水利事业之工作，若代替人民作事，虽成立千百机

关，尤难望其普沾化雨也”。
[52]
 

以上诸多因素，均影响、冲击、限制水利事业的发展和转型。尽管如此，民国时期浙江水利事业也积累起一些现代的要素，

为其长远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。 

注释： 

[1]曾养甫: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(水利专号)卷首语，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第 6 卷第 11 期，1933 年 5 月。本文所引《浙江省建设

月刊》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、杭州师范大学选编:《民国浙江史料辑刊》(第 2辑)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年版。 

[2]参见张铁群主编:《浙江省水利志》，中华书局 1998年版。 

[3]冀朝鼎著，朱诗鳌译:《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。 

[4]陈桥驿:《浙江省水利志》序三。张铁群主编:《浙江省水利志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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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]孙寿培:《复员以来之浙江水利》，浙江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:《浙江经济》第 3卷第 5期，1947年 11月。另如《民国重修

浙江通志稿》“水利略”部分，也以塘工为主。 

[6]赵震有:《浙江办理水利事业之经过》，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(水利专号)第 6卷第 11期，1933年 5月。 

[7]张自立:《浙江省之水利建设》，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(水利专号)第 6卷第 11期，1933年 5月。 

[8]何之泰:《十年来之浙江水利》，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(十周纪念专号)第 10卷第 11期，1937 年 5月。 

[9]1930年，戴恩基公务出国期间，一度由周尚任代局长。 

[10]孙寿培:《复员以来之浙江水利》。 

[11]张铁群主编:《浙江省水利志》，第 885页。 

[12]参见郭成伟、薛显林:《民国时期水利法制研究》，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年版。 

[13]参见浙江省建设厅编:《浙江省现行建设法规汇编》，1936年铅印本。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、杭州师范大学选编:《民国浙

江史料辑刊》(第 1辑)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年版。 

[14]参见《浙江省水利法规辑要》，《浙江经济》(浙江水利事业专号下)第 5卷第 5期，1948年 11月。 

[15]详见浙江省各市县水利志。 

[16]浙江省建设厅:《浙江省水利工作五年计划》，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第 8卷第 7期，1935年 1月。 

[17]《浙江省水利工程计划分年进行方案》，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第 10卷第 1期，1936年 9月。 

[18]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第 6卷第 1期，1932年 7月。 

[19]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(十周纪念专号)第 10卷第 11期，1937年 5月。 

[20]浙江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:《浙江经济》(浙江水利事业专号下)第 5卷第 5期，1948年 11月。 

[21]浙江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:《浙江经济》(浙江水利事业专号上)第 5卷第 4期，1948年 10月。 

[22]参见张铁群主编:《浙江省水利志》“传略”;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:《中国现代水利人物志》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

社 1994年版。 

[23]赵震有:《浙江办理水利事业之经过》。 

[24]徐琳:《今后浙省水利建设之展望》，《浙江省建设月刊》(十周纪念专号)第 10卷第 11期，1937年 5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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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5]张自立:《浙江省之水利建设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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